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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代在中医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时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李柱国等对方技类文献的整理分类，在中医古籍整理
和学术传承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汉书·艺文志》将中医学分为医经、经方两大系，实亦上承东方针灸脉学（ 伏羲） 与西方
本草药学（神农）之遗绪，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与技术传统。 至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平脉辨证”，实现
了医经与经方两家之学的融合。从李柱国校方技到张仲景撰新书，正是医经与经方由分到合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肇端于岐
黄，至张仲景而能集其大成，从而奠定了今日中医学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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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是中医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时期，中医学
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
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几乎都成书于两汉四百余年
间。在此期间，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李柱国等对方技
类文献的整理分类恰可视为一个居中的分水岭，在
中医古籍整理和学术传承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从两汉之际李柱国对于医经与经方的划分，至东汉
末年张仲景对于两者的融合，体现了中医学主流的
演变与发展。
1 西汉时期方技类文献的整理

据《汉书·艺文志·序》及“方技略”所述，侍医
李柱国负责医书（当时总括其名曰“方技”）的校理工

者，否认中医的科学性，视中医为非科学，甚至是“伪
科学”，全盘否定和抛弃。这种观点之荒谬毋庸赘述。
二是否认中医缺陷与不足，视中医为圣贤古训，全盘
接受，反对变革。尤其是对于诸如阴阳五行等核心理
论，更要固守，不能变革。 三是鸵鸟式态度，消极对
待，像鸵鸟遇到困难把头钻到沙子里一样，无视困境
的存在，任其自生自灭。 面对21世纪的各种医学挑
战，中医该何去何从？

中医学是一门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医学体系，
它既包含对人类生命健康及其疾病规律的真理把

握，也夹杂有一些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的内容，既有
客观性、真理性，又有相对性、局限性。面对这个并非
完美的医学体系，我们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全面加强中医学的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在与
现代医学的比较中，全面分析认识其学科特点，把握
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精髓，认识中医药特色优势与
不足，明确继承中医的真正内涵。 其次，坚持辩证否
定观，摈弃因循守旧的保守心态，要有与传统糟粕决
裂的勇气。最后，要有宽容开放的学术心态。中医理
论的科学研究属学术研究范畴，不能把学术问题政
治化、伦理化，不能用感情代替理性，用文化解释科
学，科学不相信同情和眼泪，别让中医承受不能承受

之重。中医作为科学必须批判创新，作为文化则应该
完整保存。有些人把中医阴阳五行思想视若神明，设
立研究禁区，显然不是科学研究态度。邓铁涛先生则
主张，中医的五行学说并能不停留在《黄帝内经》的
时代，需要发展，生克制化规律迄今已是“名实不
符”，五行学说应该证明为“五脏相关学说”［3］。 同时
中医研究不仅是中医界内的事情，还要吸纳其他学
科的研究支持。因此，中医学现代研究应保持系统的
开放性，吸纳其他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并接受古
代汉语、古代以及现代哲学、系统科学、数学、计算机
学以及植物学等其他学科的渗透和参与。 在虚心学
习与吸收现代医学以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不
断完善中医理论、改进中医研究方法、规范诊疗手段
与技术，在创新变革中实现中医学的时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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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技一类，若非专官世业，则不能胜任，可见汉代
校书亦重术业之专精。当时所存之医书尚多，依例相
校而除重复之后，计分为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房中八家，一百八十六
卷；神仙十家，二百五卷。李柱国校方技书，既属于刘
向等校书活动之一部分，自然亦当依统一之步骤及
体例。 首先合中外之本，辨其学术源流，相校而除去
重复；其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皆出重定，与通行
之本不同，故别立书名；每一书校毕，即撰叙录奏上，
叙录则前列篇目，后论旨意。 后班固删取《七略》之
要，以为《艺文志》。

明白刘向、李柱国校书之体例，方可拨云见日，
了解中医学术经此一关键期之源流变迁。由《汉书·
艺文志》对医经的著录可以推论，西汉以前本无《黄
帝内经》之名，至李柱国奉诏整理校定方技之书，始
有其名。那么《黄帝内经》当出于李柱国手定，书名也
是其新定。 西汉以前，存世的书籍多是单篇别行，且
不题撰者。 刘向等部次群书，六略中皆称某某家，其
义乃就其书以考其学术流别，并辨其出于某家之学，
遂著录之。当时题名黄帝或内容涉及黄帝者，统为一
家，皆定著为《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题名与内容
涉及扁鹊者，统为一家，定著为《扁鹊内经》和《扁鹊
外经》；大量没有题名的统为一家，著为《白氏内经》、
《白氏外经》和《旁篇》。汉以前，医家著述多标其学出
于黄帝、扁鹊，以为正宗者。 但亦有申述医理而不题
名者。李柱国编次，不辨其出于某家，遂题名白氏。是
白氏之义，恐即无名氏之义。后《隋书·经籍志》著录
大量没有题名的医书，当是此种书之传者。医经虽称
七家，实则三家而已。 检《汉志》所载书目之例，每一
提行为一家。 如《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一
行，即一家也。 由此可知，医经、经方的著录，即以学
术的内容不同而分家，并以题名的不同而类其书，是
则李柱国所整理著录之书多与实际流传之书名不

合［1］。
2 医经与经方之义
2.1 医经

据《汉书·艺文志·方技序》所云，医经所论述
的是人的阴阳脏腑、经络俞穴、血脉骨髓、疾病、诊
法、治疗等，以及如何使用针砭汤熨，如何处方用药
的理论。

晚周秦汉的经，不仅是指常诵之书或常道之书。
医有医经、法有法经、数术家有星经，……这种种称
经之例，经有尊贵之书或各家权威著作之意［2］。医经

属于医学理论，应与生理学、病理学和诊断学有关。
其中尤以脉学为最重要。 而治疗方法则包括各种外
治法和方剂学［3］。

医经的内容对于各种诊疗技术具有统摄作用，
而脉学在当时的医学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序中首
先标举的就是血脉，却不见提到脏腑，值得注意） 。其
内容包罗甚广，并与阴阳数术有密切关系，包含了古
人所认识的“天人之道”。 正如李茂如先生所论：“医
经一门，包罗学科甚广。 举凡推原天人之道，人身血
脉经络脏腑阴阳之用，百病始生之本，针砭洗熨之
施，以及百药调和之宜，胥隶此门”［4］。
2.2 经方

依《汉书·艺文志·方技序》对经方之定义可
知，经方亦是医学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方技略》
中所以有别于医经而别为一种，是经方本为治某某
病方，人们可以持以治病，并且流传广，内容多，《经
方》十一家的内容明显多于医经，恐怕也只是医方的
一部分，所以别为一种。

所谓经方，当即指临证治病之方。古人用方多强
调“经用”、“已验”，与今人重视药品的疗效、安全性
并无二致。 古人制方之法，还特别讲究气味的调和
（ “辨五苦六辛”） ，以及制剂的工艺（ “致水火之齐”） ，
这一点从存世的经方文献中不难得到证明。 经方的
知识主要来源于经验的积累，随着时代推移、经验累
积日增，自然后出益繁，不断新陈代谢。
2.3 医经与经方的关系

医经与经方之分，颇如“道”与“器”、“学”与
“术”，各有理论与方法的侧重。章学诚《校雠通义》中
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
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
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则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
方技，庶几近之。 其他四略，未能称是。 故刘《略》班
《志》，不免贻人口实也。 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
《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
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
《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
谓形而下之器也。 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
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
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5］章学诚把书籍分为阐述理

论和方法的两大类，在每一大类中，讲理论的书籍放
在前边，讲方法的书籍依次排类，这种排列方法，大
致符合《方技略》著录之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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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方的源流
3.1 经方之源－－伊尹制汤液

最先指出汤液出于伊尹的，是晋代学者皇甫谧。
其《针灸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
农本草》，以为《汤液》。”后世学者亦多遵信之。 如宋
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医经传于世者多矣。 原
百病之起愈者，本乎黄帝；辨百药之味性者，本乎神
农；汤液则称伊尹。”［6］孙思邈《千金翼方·序》亦云：
“昔神农遍尝百药，以辨五苦六辛之味，逮伊尹而汤
液之剂备。”

伊尹为商代著名的贤相，曾辅汤灭夏。而伊尹之
所以得到商汤赏识且被委以重任，是因为他曾“以滋
味说汤”（ 《史记·殷本纪》） ，即以调和五味为喻，向
商汤陈说治国平天下之道。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
载了伊尹“说汤以至味”的谈话，其中谈到“凡味之
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
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 调和之
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
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7］。在
烹调过程中对五味调和的重视、对水、火、木“三材”
的讲究，恰与《汉志》经方序所云“辨五苦六辛，致水
火之齐”的思路如出一辙。可见古人很早就认为汤液
制剂之理与烹调之理相通，关键都在于一个“和”字
－－“和实生物”，能导致微妙复杂的变化（ “鼎中之
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 ，并因此将烹饪
与汤剂的宗师归于商代的圣相伊尹。皇甫谧之说，应
不会出于一己之杜撰，想必有当时的民间传说或文
献史料为依据（ 《汉志》所载的《汤液经法》及其他一
些伊尹之书当时还行世，并为皇甫谧所见之可能性
是很大的） 。
3.2 经方之流－－从《汤液经法》到张仲景医方

《汉书·艺文志》“经方类”著录有“《汤液经法》
三十二卷”，汉以后史志书目即不见著录，传世医籍
中亦罕有引录。然近代于敦煌发现的卷子佚书《辅行
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 ，保存有《汤
液经法》的部分遗文，使今人有幸重窥这部沉寂千载
的古经方著作之吉光片羽，对于研究古经方源流甚
为可贵。

张仲景《伤寒论·序》云：“勤求古训，博采众
方。”既曰“博采”，可见其方皆有渊源，并非纯然自
造。然所采之方，究竟出自何处，张仲景惜未明言。皇
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最早述及张仲景学术与
“伊尹《汤液》”的渊源关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

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
甚精，皆可施用。”林亿《伤寒论·序》亦承其说：“夫
《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
甫谧序《甲乙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
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
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
施用。 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
祖述大圣人之意乎”。

《辅行诀》的发现更为此说提供了有力佐证，书
中明确提到：“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汛、华元
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
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又云：“外感天行，经
方之治，有二旦、六神（辑校本作‘四神’） 大小等汤。
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
悉，后学咸尊奉之”，并指出：“张机撰《伤寒论》，避道
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
为识之义耳”［8］。 陶弘景之说，明白不过地指示出张
仲景学术于《汤液经法》之承传。

今将张仲景《伤寒论》之方与《辅行诀》所载“经
方”（特别是“二旦、六神大小汤”） 加以对照，确实可
见较为清晰的源流关系［9］。钱超尘先生亦指出：“《辅
行诀》所载张仲景13首方，其药量药味有些与宋本
不同。 据陶弘景所云，这些不同，乃张仲景根据病情
和他自己的医疗经验所增减。 ……依此观之，《辅行
诀》引用之张仲景方13首，乃求其原始出处者，即引
自《汤液经法》。《伤寒论》对诸方药量药味之增减，主
要出自张仲景本人。此即皇甫谧《甲乙经序》所云‘论
广’之一端。”［10］张灿 先生也认为，《辅行诀》的发
现“说明张仲景方之前，已有诸多有名方存世，其见
载之医籍，疑即《汤液经法》”，“从现有古代文献角度
而论，《汤液经法》一书应系有名医方之祖，为医方之
源，张仲景医方，有诸多继承前人者，为流也”［11］。
4 医经与经方的融合
4.1 汉代的医经与经方本是各自承传之学术体系

按《汉书·艺文志》所载，可知中国古代医学自
有文献记载以来，即可分为医经、经方两大系，此亦
上承先世伏羲、神农两系之遗绪，《素问·著至教
论》：“上通神农，著至教，疑（拟）于二皇”。 杨上善注
云：“雷公所愿，立天之道，以章经术，益明后代，上通
神农至教，拟于古之伏羲、神农二皇大道也。”［12］根

据“伏羲制九针”（ 《帝王世纪》）和“神农尝百草”（ 《淮
南子·修务训》） 的传说，伏羲与神农分别代表了针
灸脉学（东方）与本草药学（西方） 的不同医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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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后来医经与经方之源头。 而医经与经方各有其
不同的理论与技术特征，医经更偏于理论探讨，经方
略重于经验积累。 且一系之中，复有诸家之不同（如
“医经”有黄帝、扁鹊、白氏三家） ，正如李茂如先生所
指出：“家之为言，自非仅指一目之书。盖谓其学有师
承，术有专精也。 是可略见汉代医学品流之繁
盛”［13］。 亦可证谢观先生“两汉为中国医学专门传授
期”之说。

医经与经方两系之传承不同，在后世医家的著
述中亦可寻见佐证。如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云：
“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 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
药。 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
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
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于后。
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14］孙

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二十六《针灸上·取孔穴法第
一》则云：“窃闻寻古人，伊尹汤液，依用炎农本草；扁
鹊针灸，一准黄帝雷公，……夫欲行针者，必准轩辕
正经；用药者，须依《神农本草》。”［15］寻其文义，是皆
以“黄帝－雷公－扁鹊”和“神农－伊尹”为两系，分
别代表了针灸脉学与本草汤液。 可见魏晋至隋唐时
期医家中的饱学之士如皇甫谧、孙思邈等，由于去古
未远、文献可征，对于古代医学“医经”与“经方”之不
同传统及其源流，还是深悉洞明的。

如前所述，脉学从学术源流上乃属于“医经”一
系，代表的是黄帝－岐伯的传统，临床上主要用于指
导针灸等外治法（ “针石治其外”） 的施用，两者密不
可分。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所强调的：“凡将用针，
必先诊脉，视气之剧易，乃可以治也。”早期的经方则
主要是按病施用，并不需要察脉辨证。遍检现今出土
的汉以前经方类文献，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
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等，其主治病证下也见不到关
于脉象的记述。
4.2 张仲景对于融合医经与经方的贡献

张仲景号为医圣，所著《伤寒杂病论》也被誉为
“群方之祖”，其在中医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冠绝
古今。然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其主要学术贡献则是
融合了医经与经方。

古时医家论及张仲景之书，推为“方法兼备”之
作：“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
方无法；方法具备，惟仲景此书”（方有执《伤寒论条
辨·跋》） 。 实则已暗含仲景融医经之法与经方之方
于一体之意，与直言仅相去一间而已。今人则已明言

点破，如“仲景药依《神农本草经》，方选伊尹所著的
《汤液经法》，根据医经家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的理论，
取法于《素问·热论》篇，以六经病为纲领，分论外感
病证，设置了六经施治的框架系统，将理法方药一线
贯穿，‘医经’与‘医方’融为一体”［16］。 但是张仲景是
如何融合两家之学的，前人则论之未详，或未得
其要。

依我们所见，张仲景对医经与经方的融合，主要
是通过引入脉学来指导经方的临证施用，从而将医
经与经方有机融为一体。张仲景对脉学的引入，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脉诊结合辨证，以辨证指导
用方，即所谓“平脉辨证”；二是六经辨证体系的创
立。 “平脉辨证”在中医学术史上绝对是一个重大的
创举。其重大意义即在于以脉学为枢纽，打通了医经
与经方，将各自分立的两个传统糅合在了一起，使之
水乳交融、交相辉映。 这种融合是如此之成功，以致
后人一直难以窥破接合的痕迹，真可谓天衣无缝。

循着这一思路去寻检史料，就会发现其实前人
对这一学术变迁并非不知情，而且早有述及。如陶弘
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提到：“张仲景一部，最
为众方之祖宗，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
意消息之耳。 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
所得，非神农家事。”［17］从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及
《辅行诀》可知，其人对于经方家之“家法”必是深知
根底的。 所以这里提到张仲景“最为众方之祖宗，又
悉依本草”，认为其遵从“本草家意”，继承了经方的
传统，应当是可信的。 值得注意的是，陶弘景话锋一
转，特别指出张仲景“善诊脉，明气候”，故能“以意消
息之”，对旧有的成规定法有所突破和创新。 实际上
陶弘景这段话已经约略点明了张仲景是如何撰用医

经、“论广《汤液》”，将二者结合并有所发展的。
中医文献学家杨绍伊先生在所著《伊尹汤液经》

一书中，对“针灸家”（医经家）与“汤液家”（经方家）
学术之不同已有辨识在先：“仲景为医中汤液家，汤
液家举书不举《汤液经》而举《素问》，不数伊尹而数
岐黄，何异家乘中不系祖祢而语东邻也。 至其下之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云
云，殊不知三部九候乃针灸家脉法，非汤液家脉法。
针家刺在全身，誓不能不遍体考脉；汤液家重在现
证，脉则但候其表里寒热、脏腑虚实、荣卫盛衰，以决
其治之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而已，故诊一部亦
已可定，不必遍体摩挲。以汤液家而用针灸家骂汤液
家之语骂人，仲景纵亦精于针灸脉法，何至遽聩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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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若是？”［18］张仲景虽未必如杨绍伊先生所云为

一纯粹“汤液家”，然其文中指出两家学术之不同在
于“脉法”，诚为独具只眼，洞微发隐之论。

再来看“六经辨证”体系的创立。 伤寒之“六经”
取自《素问·热论》篇并有所发挥，前人已有定论。这
也是张仲景“撰用《素问》”的明证。 无论《伤寒论》中
的“六经”是否全同于经脉学说之六条经脉，其辨证
分型都要依据脉象是无疑的，观六经病各篇标题之
“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及篇中“六经病提纲”即可得
证。因此，亦当承认“脉学”在六经辨证体系创立中所
发挥的作用。“脉－证－病－方”对应体系的建立，加
强了“理、法、方、药”之间的联系，使中医临证处方的
各个环节贯通一体。

唯今本《伤寒论》是否张仲景著作原貌，殊为难
言。 马继兴、钱超尘诸先生均认为，《伤寒论》的原始
编次当是按“可与不可”排列的，而非今日所见之“三
阴三阳”［19］。 钱超尘先生更通过考证认为，张仲景序
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
并平脉辨证”23字为后人所加［10］。若如此，似当推论
医经与经方之融合，也非经张仲景之手便一蹴而就，
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逐步完成的，其中王叔和之力
尤不可等闲视之。 然王叔和与张仲景关系实非同一
般，其与张仲景弟子卫汛有交谊，于张仲景亦当有师
承授受之渊源。
5 结论

《汉书·艺文志》将“方技”分为医经、经方、房
中、神仙四家，如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的状况，确为“辨
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典范。其中的医经与经方，上承
东方针灸脉学（伏羲）与西方本草药学（神农）两系之
遗绪，体现了不同的理论与技术传统，在汉时本是各
自承传；医经与经方之融合，当归功于张仲景。 张仲
景通过“平脉辨证”，为医经与经方两学之间架起了
一座“鹊桥”；两家之学融合的实现，实有赖于张仲景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之创造性的“古籍整理”工作。
张仲景在中医学术史上之贡献，或可比拟于糅合今
古文、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经学大师郑玄，其熔古开
新之功，诚不可没。曹禾在《医学读书志》中称赞张仲
景为“述而不作”，张灿 先生亦云：“如果说先秦时
期，传世医书尚多以单篇别行的形式出现的话，而到
了两汉时期，则经过官方或个人的整理，而发展为较
多的综合性医书。……仲景之书，并非单纯地对已有
医学文献的编辑，而是吸收已有文献，结合个人经验
进行的整理工作”［20］。 从学术源流的角度看，从李柱

国校方技到张仲景撰新书，也正是一个医经与经方
由分到合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肇端于“岐黄”医家
的 “拟于二皇”（伏羲、神农） ，至张仲景而能集其大
成，从而奠定了今日中医学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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